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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讨论的京畿地区，是以都城开封为中心的范围相对稳定而区划名称屡经变动的区域。宋真宗景德
年间设置了开封府界提点司，京畿管理出现了开封府界特别路区; 宋仁宗皇祐年间曾一度改开封府界特别路区为
京畿路; 宋神宗朝设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提举保甲司等机构; 宋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特别路
区。相关成果可参见贾玉英《唐宋京畿管理制度变迁初探》，《中州学刊》2007 年第 6 期; 贾玉英《宋代京畿制度变
迁论略》，《宋史研究论丛》第 9 辑，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贾玉英《特别路区———宋代开封府界制度考》，
《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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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能
力，在实际运作中既需要君主和朝廷的动员，也仰赖开封府、州县以及治水机构和官员的协作。宋
初，由于缺少专职的治水机构和职官，君主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 门官员等亲信来开展治水事
务。这种君主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在政令传达上更便捷，行政效率也更高，但这往往取决于君主
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因而难以长期持续。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
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依托相应的机构，
比较简捷的形式是基于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洪涝灾害一般
会超出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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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洪涝灾害频繁的国家，洪涝治理关乎百姓安全与民生福祉。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洪涝
治理，北宋京畿地区是极好的个案。①这里地势低平，河流泥沙容易沉积，严峻的洪涝灾害威胁到京
城的安危、王朝的存亡。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系统总结和
反思。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洪涝问题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涉及水利史、环境史、城市史以及制度史
等诸多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精当之作。［1］具体到宋代，以往的研究多侧重
于农田水利和黄河水患的治理，而对于城市水利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特别是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
理还缺乏深入研究，只是在探讨其他问题时略有涉及，且多是正面肯定，而对于治理过程的弊端和
教训则认识不足，因而尚存在较多的拓展空间。［2］相关的制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都水监等个别机
构，［3］实际上还有多种机构和职官曾在洪涝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尚未引起足够的关
注。近年来，史学界倡导走向“活”的制度史，强调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4］具
体到洪涝治理这一课题，相关机构和职官的变迁过程以及相互关系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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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
的组织能力。在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
于政令运行具有重要意义。［5］政令信息在不同机构和职官之间能否顺畅传达，直接决定着洪涝治
理的效果。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通过考察北宋京畿地区洪涝治理的相关机构和职官的置废变迁，
探讨其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进而管窥传统中国政府的专项治理与行政区划的关系。
一、北宋前期: 京畿地区协同治理的萌芽
开国之初，宋廷对于洪涝治理采用地方长吏与中央定期遣使兴役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这与黄河
等治水事务类似。① 一方面，在地方上与水利相关的事务由州县长吏负责，沿河诸州长吏兼本州河
堤使，通判或判官任河堤判官，负责河堤的日常维护。［6］比如建隆三年( 962 ) ，诏: “缘汴河州县长
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7］关于州县官吏的这一职能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涉及，
兹不赘述。而京城突发洪涝灾害时，知开封府也参与疏浚沟河，抗洪抢险。咸平五年( 1002) ，“京
师霖雨，沟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坏庐舍，知开封府寇准治丁冈古河泄导之。”［8］当然，洪涝治理
并非知开封府的专门职责。
另一方面，中央定期派遣专使到地方掌管具体治水事务，其中最常见的是每年正月“分遣使者
发畿县及近郡丁夫数万治河堤”。［9］至于所遣使者，主要可分为武将、宦官及 门官员等类型。
其一是武将。宋初，朝廷主要是差遣武将主持比较大的水利工程。比如陈承昭，奉宋太祖之命
“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运，都人利之。”建隆四年( 963) 春，“大发近甸丁壮数万，修畿内河堤，
命承昭董其役。”［10］
其二是宦官。澶渊之盟以后，宋朝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洪涝治理也随之提上日程。相关的诏令
大多由宋真宗直接发布，并派遣宦官予以监督，这既显示出君主对于洪涝治理的高度重视，也暴露
出专职治水机构或官员的缺位。《宋史》卷九四载: 真宗景德三年( 1006) ，“分遣入内内侍八人，督
京城内外坊里开浚沟渠。先是，京都每岁春浚沟渎，而势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闻之，遣使分
视，自是不复有稽迟者，以至雨潦暴集，无所雍遏，都人赖之。”［11］入内内侍虽然品阶不高，但作为君
主身边的亲信和特使，直接代表着君主的权威和懿旨，因而他们督察沟渠开浚，即使势家豪族也不
敢违抗。如果说宦官主要负责与朝廷沟通、筹划以及监督，那么具体施工则是由八作司掌管。天禧
元年( 1017) ，入内押班周怀政言:“顺天门、开远门外汴河西积水，浸营舍、道路，欲望规度疏入汴。”
诏内侍雷允恭督八作司治之。［12］当然，八作司“掌京城内外缮修之事”，［13］其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维护灾害中受损的房屋、道路等城市设施。
其三是 门官员。宋真宗朝是北宋各项制度过渡和定型的时期，具体到京城治水管理的制度
化，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启用 门官员。大中祥符二年( 1009) ，“诏 门祗候康宗元与中使、军头各
一人，领水匠经度京城积水及补塞诸河。”［14］ 门祗候隶属 门司，以内廷诸司及三班使臣充 门祗
候，称 职，为武臣清要之选。宋代 门司掌礼宾赞引，扼守皇帝与百官之间信息通进的要路，是直
接服务于最高权力的内廷机构。［15］中使，即宫中派出的使者，多指宦官。军头应是马步军都军头、
马军都军头、步军都军头等皇宫禁卫侍奉人员的总称。随后五六年，朝廷对此长抓不懈，每年春天
都会开浚沟渠。由于在实际施工中发现有腐败行为，大中祥符五年( 1012) ，宋真宗宣示宰臣: “京
师所开沟渠，虽屡钤辖，仍令内侍分察吏扰。”［16］与之前有所不同，宋真宗并不是直接下诏，而是责
令宰臣派遣宦官监督，这表明君主开始退居幕后并将权力下放，由宰臣来负责治水事务，这也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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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初的治水事务主要集中于黄河河堤的修筑，关于宦官参与治水事务，可参见丁义珏《北宋前期的宦
官———立足于制度史的考察》，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第 125 －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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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制度化埋下伏笔。
时至宋太宗朝，有臣僚开始意识到京城积水问题的治理离不开京畿地区诸州县的配合。《宋
史》卷九四载:
至道二年( 996) 三月，内殿崇班阎光泽、国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请开白沟，自京师抵
彭城吕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长淮之漕。”诏发诸州丁夫数万治之，以光泽护其役。议者非
之。会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极陈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园在襄邑，岁苦水潦，私幸渠成。”
遂罢其役。［17］
这一建言未被落实，固然是由于宋州通判王矩的阻挠，但更重要的则是这项工程需要调动数个州县
协作完成，具有相当的难度。至宋真宗时期，朝廷愈发意识到区域协同治理的必要性，景德三年遂
设置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简称开封府界提点，俗称提点府界公事，“掌察畿内县镇刑狱、盗
贼、场务、河渠之事”。［1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载，此官“以朝官以上充，掌提辖诸县刑狱、
兵民、贼盗、仓场库务，兼管勾沟洫河道之事。勾押官一人，典七人”。可见，开封府界提点与知开
封府判然有别。知开封府掌管京城内诸事，而府界提点则统管京城周边地区的刑狱、治安、经济乃
至田亩河渠诸事，可以说是与开封府尹分工管理王畿之事。朝廷设置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显
然是便于对京畿地区相关事务进行一体化管理，不过，其真正发挥作用则要迟至宋仁宗时期。
宋真宗朝的洪涝，治理重心开始扩展到京城之外，与京畿乃至周边州县协同共治，主要表现为
三种情形:
一是朝廷派遣近臣督视或负责。大中祥符元年 ( 1008 ) ，尉 氏 县 惠 民 河 决，“遣 使 督 视 完
塞”。［19］大中祥符三年 ( 1010) ，“遣供备库使谢德权治沟洫，导太一宫 积 水 抵 陈 留 界，入 亳 州
涡河。”［20］
二是君主派遣转运司督察州县。宋真宗时，开始令转运司到京东诸州视察水利设施。大中祥
符二年，“以京东积水，令转运司分视诸州积水及理堤防。时使臣自东来，询其事，云近河洼下处尚
有水浸田，故诏督之。”［21］水利工程的兴修通常涉及数个州县，协调下辖诸州县的事务也是各路转
运使的职责之一。［22］
三是州县长官上言治水方略，朝廷认可并落实。大中祥符二年，陈州言: “州地洿下，苦积潦，
岁有水患，请自许州长葛县浚减水河及补枣村旧河，以入蔡河。”从之。［23］朝廷有时候还会先遣使实
地视察，然后再做定夺。大中祥符九年( 1016) ，“知许州石普请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
漕京师。遣使按视。四月，诏遣中使至惠民河，规画置坝子，以通舟运。”［24］
以上三种模式在灾情信息的上传途径和行政流程上虽有不同，但均由朝廷乃至皇帝参与主导，
反映出统治者对洪涝治理的高度重视。由于专门的治水机构和官员尚未设置，北宋前期的洪涝治
理呈现出鲜明的人治色彩。皇帝虽非事必躬亲，但活跃在治水前线的武将、内侍及 门官员等亲信
实际上直接代表着皇帝的意志。
二、北宋中期: 京畿地区协同治理的探索
北宋中期，皇帝对于洪涝治理的介入有所减少，内侍宦官也逐渐退出，而 门官员承担起上下
沟通的职责。同时，朝廷意识到专职治理的必要性，遂设置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提举在京
诸司库务等差遣，协同八作司负责洪涝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灾情信息的逐级上报、决策命令的下
达执行，涉及不同的机构和人员。这些行政主体之间如何分工、沟通、协调与合作，成为制度设计者
需要应对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主要包括朝廷、 门官员、州县长吏等三个
环节，而 门官员居于政令传递的枢纽。
朝廷首先是派遣 门官员前去实地调查。天圣元年( 1023) ，“遣内殿承制、 门祗候刘永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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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八作司分诣八厢治水口，凡权豪邸第覆压占庇，填阏不通，开封府察举之。”［25］ 门祗候承担起指
挥筹划工作，而沟渠的具体施工则由东西八作司来负责。天圣年间，宋仁宗年幼，刘太后当政， 门
祗候成为君主可以倚重的角色，他们在水患治理中的作为直接代表着皇帝的意志，传达着朝廷的声
音。张君平是由谢德权荐举而擢为 门祗候，管勾汴口。他对汴河的治理屡有建言，均得到采
纳。［26］不过， 门祗候毕竟不是地方长官，故而被任命为同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27］这种差遣官
的设置将专项治理与行政区划相杂糅，体现出务实便宜的执政理念。天圣二年( 1024 ) ，同提点开
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张君平言:“南京、陈、许、徐、宿、亳、曹、单、蔡、颍等州，古沟洫与畿内相接，岁久
不治，故京师数罹水患，请委官疏凿之”，［28］朝廷诏令他“往诸州，同长吏规度，渐次开治，务为悠久
之利”。［29］显然，畿内及近畿诸州的事务还需要州长吏的配合，这项工程完工后，朝廷“遂诏畿内及
近畿州县长吏，皆兼管勾沟洫河道”。［30］比照《宋会要》的相关记载，这里的畿内及近畿州县包括开
封、应天府、陈、许、亳、宿、颍、蔡州等地。宋廷将畿内乃至近畿州县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标志着洪
涝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京城的洪涝问题与府界诸州县息息相关，知州、同判、令、佐等地方官是治水事务的主要成员，
对他们加强督励是水患治理的重要保障。天圣二年，张君平建言: “府界逐州甚有古沟洫可以疏
决，望自今后逐县界沟洫河道，如令、佐能多方设法，劝谕部民开浚深快，值雨别无积潦，显著劳绩，
替日委批历具状保明闻奏，令佐与免选，家便注官，京朝官家便优与差遣，知州、同判劝课催督，亦量
劳绩旌赏。”［31］京畿地区的沟河治理涉及朝廷、开封府及州县等多个层级，而其中开封府界提点的
角色最为关键，其开展工作需要得到朝廷的准许，并要对朝廷负责; 向下要督查州县长吏，再由县
令、佐劝谕百姓疏浚。
天圣二年七月，张君平等言:“准敕按视开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诸州沟河形势，疏决利害凡八
事。”［32］其内容主要是围绕沟河排水事务，既有对于民户的行为约束和权利保障，也有针对官吏的
奖惩措施，其目的是推动治涝工作以保证本区排水管理事务的顺利开展。这是宋代治水史上里程
碑式的排水法规，很快被朝廷采纳并颁布执行。这项法规自颁布伊始，即从京畿向周边地区推广。
十一月，张君平等“奉诏相度府界、南京、陈、许、颍、蔡、宿、亳等处积水渰潦民田，开畎沟河”，完工
之后，张君平奏“请本州县长吏并兼沟洫河道事”，“又以左侍禁李守忠专管勾沟洫河道司”，［33］明
确指定相关机构和人员来专门负责沟河事务。天圣四年( 1026) 五月，张君平言:“其单州知州、同
判、令、佐等，欲依南京例，并带开治沟河。”［34］明道二年( 1033) ，“使知州、通判及属县令佐并带开
治沟洫河道事”。［35］类似的诏令尚多，兹不赘举。
从灾情上报到敕令执行的一系列环节，朝廷、枢密院、八作司、开封府界提点等都有参与。天圣
四年秋七月，“汴水大涨，众汹汹忧京城”，“乃用枢密院奏，敕八作司决陈留堤及城西贾陂冈地泄之
于护龙河”。枢密院负有保卫京城安全的职责，首先是由枢密院将灾情上奏朝廷，朝廷再敕令八作
司实施泄洪任务。洪水消退之后，朝廷“命开封府界提点张君平调卒复治其堤防”。［36］由于泄洪区
涉及畿内诸县，堤防的修复需由开封府界提点征调各州县的役卒共同完成。
京城内的沟河则是由开封府负责治理，遇到具体问题要上报朝廷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天圣四
年，开封府言:“点检新旧城内东，西八作司地分沟渠，有八字九口二百五十三所，多是居人秽恶填
塞，阻滞水势。乞委厢界巡检人察视，不令填塞盖暗。”［37］此后，对于治水工程的检查巡视不再由君
主临时指派宦官承担，而是由开封府委托厢界巡检人承担。这年，“汴水溢，决陈留堤，又决京城西
贾陂入护龙河，以杀其势。”［38］这次水势虽然凶猛，但治理得法，洪水被挡在城外，并未出现民户伤
亡等重大灾情。
在京畿地区的沟河施工中，还遇到各县工役的调用和指挥问题。天圣六年( 1028 ) ，屯田员外
郎、提点开封府诸县镇事、管勾沟洫河道张嵩言: “缘府界沟洫河道并系紧急，合行开修，如只役本
县人夫，拖延岁月”，因而奖励县官劝诱其他县的人夫。［39］由于府界沟洫河道工程紧急，仅依靠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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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人夫不能如期完工，虽然朝廷意识到州县长吏、令佐在地方沟渠治理中的重要性，并多次下诏
敦促，乃至奖励，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宋仁宗年间还设置了“提点开封府诸县镇事、管勾沟
洫河道”，这既体现出朝廷对于开封府界沟河治理的重视，更反映出其所面临的专项治理与行政区
划的矛盾，因而需要配置兼具行政区划与治水事权的差遣官。
宋仁宗朝还设置有提举在京诸司库务，下辖机构包括东西八作司。沟河开浚是先由提举在京
诸司库务建言，朝廷再责令东西八作司监官与开封府士曹参军共同完成。庆历五年( 1045 ) ，提举
在京诸司库务宋祁等言:“近差东西八作司监官及开封府士曹参军张谷等同相度城濠沟河通流积
水，看详臂画事理，稍得利便。缘京畿阔远，借沟渠发泄水势流通，方免积聚。乞特下开封府施
行。”［40］京城的泄洪需要京畿诸县的配合，但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的管权辖范围只限于京城，因而需
要开封府出面，每年“差人开浚沟洫”。这样又难免扰民，皇祐三年( 1051) 遂下诏: “开封府诸县岁
差人开浚沟洫，颇以为扰，自今有堙塞之处，听所在人户自开浚，而官为检视之。”［41］
皇祐三年，朝廷还在三司之下设置河渠司，掌黄河与汴河等河堤功料事务。［42］九月，“又诏三司
河渠司，每年一开浚之。”［43］三司还负责水患的灾后重建。至和三年( 1056 ) ，判太常寺欧阳修上
《论水入太社札子》云:“臣所领太常寺累得郊社勾当人状申，为雨水淹浸太社、太稷坛四面，及屋宇
墙壁摧塌，乞行修整。寻曾具状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见有人兴功整缉。”［44］由于三司的不作
为，两制、台阁常参官、两省台谏官纷纷议论。嘉祐二年( 1057) 五月，朝廷诏:“京城内外沟河，令三
司委当职官吏躬亲巡觑，修整开畎，须隄岸坚固，雨水通快，无复阻滞，别致疏虞。”［45］从中可见治理
流程的迂回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太常寺收到郊社勾当人的状申，“具状申奏，及累牒三司”，［46］但
三司置之不理。后来在各路大臣与言官的舆论压力下，朝廷出面诏令三司委派当职官吏参与救灾。
北宋中期黄河水患日趋严重，由于河渠司没有大的作为，嘉祐三年( 1058 ) 遂被废罢。与此同
时，都水监被重新设置，不过其工作重心并不在开封府界，而主要集中于黄河，京城内外的沟渠治理
仍然不力。正如治平二年( 1065) 吕诲所言:“今都城之内沟渠遏塞，郊封之外畎浍堙塞，水道决溢，
蔡河断流，市无薪刍，人艰食用，此非水官之职耶?”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也因“都城内外沟
洫久不治”而被贬出京城，知河南府。［47］对于都水监的缺位，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解释是，京畿地区
汴、索等水是北宋漕运要道，关乎国家命脉，各运河发运司在运河的运输和修治方面居于主导地位，
所以都水监很难插手。［48］不过，对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从史料中并未看到运河发运司的记载。
自神宗朝开始，都水监开始涉足畿内诸县的沟河治理。熙宁二年( 1069) ，朝廷“诏都水监差官
沟畎开封府界积水，〔以〕填塞道路，虑妨百姓输纳。”［49］这明确表明都水监要负责疏导开封府界积
水。不过，都水监并无调遣民役的权力，还需要乞请朝廷令府界提点司与县官共同协作。熙宁元年
( 1068) ，都水监言:“今年畿内诸县沟河，各役人夫开淘，十分才及二三。若次年只留本县人夫，尚
须二三年可以讫役。缘逐县沟河至多，须预委官检定紧慢、的确工料，以备兴工。欲乞令府界提点
司于三月初选官三员，与逐县官同共检定合开沟河紧慢次第、工料、据本县合差夫数，以五分夫役十
分工，依年分专委逐县知县都押开淘，仍令提点司遍行点检。”［50］可见，京城洪涝治理有多方参与，
都水监与府界提点司、知县互有分工。都水监负责宏观的形势分析与筹划，知县负责差派夫役施
工，府界提点司主要负责点检。所谓点检，是确定沟河开浚的工期进度、工料和用工人数，并对施工
状态适时进行检查和监督，以便及早发现隐患，及时加以维护，使沟河保持其规定的功能。除了府
界提点司，三司也要委派官员一同前去实地调查、检视。熙宁六年( 1073) ，“帝以人情不安，尝下都
水分析，并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往视。”［51］类似例子甚多，兹不赘举。总之，对于开封府界的河渠修
造和维护，都水监、三司、府界提点官与知县各方共同参与，并有明确分工。
熙宁八年( 1075) 以后，三司开始淡出治水事务，转运司取而代之。这主要缘于三司相关机构的职
责转归户部和工部，不再派遣三司与府界提点官，而改由转运司负责检视。熙宁八年二月，同管勾外
都水监丞程昉等言:“采买材木遥远，清汴闸欲作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按视措置。”朝廷遂“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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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府界提点司、京西北路转运司计工料以闻。”［52］开封府界提点司与路转运司负责治水物资的供
应，此类情况还有不少。比如元丰元年( 1078) 六月，“诏都水监应河埽物料，于合应副路转运及开封府
界提点司，取三年中一中数为额，委逐司管认应副钱物，关本监计置。”［53］同年八月，“赐度僧牒六百付
都水监，分给开封府界提点及河北转运司鬻卖，豫买修河物料，以其半市梢草还诸埽。”［54］
元丰四年( 1081) ，开封府界提点司的治所被下诏徙于白马县，提举司被徙于管城县，这是因为
“两司之官，名曰外任，而治所在城中，不务管职赴功，惟以请谒奔兢为事”。［55］不过，府界提点司仍
参与京城外城壕的开挖。元丰六年( 1083) ，提举京城所言:“先准朝旨: 发夫开新城外壕，候兴役，
令开封府界提点司与提举京城所官同提举。”［56］这项工程调集了多个部门，除府界提点司与提举京
城所之外，还有侍卫亲军步军司和开封府。元丰八年( 1085) ，“府界提点范峋、步军副都指挥使苗
授、开封府推官王同老，坐京城西壁等壕河有开浅亏功，擅令人出备夫钱，等第罚金。”［57］
此外，还有一些与沟河治理相关的差遣和临时机构，均带有因事而设的特点。比如熙宁四年
( 1071) ，程义路被任命为安吉县主簿，“同相度检计开封府界沟河”。［58］再如开封府界沟河司，随着
工程的完成，熙宁九年( 1076) 被废罢，“以其事隶都水监”。［59］
由上可见，北宋中期以来，开封府界辖区内的协同治理更加密切，出现了多种专职的差遣和机
构，并在实践中屡经置废。三司、转运司等财政机构也先后参与其中。都水监在宋神宗时期开始涉
足畿内诸县的沟河治理，并与府界提点司、三司等部门分工协作。
三、北宋后期: 京畿与其他路的联动治理
关于宋哲宗时期的洪涝治理，值得注意的是开封府界提刑司的设置。元祐元年( 1086 ) 二月，
开封府界提点司言:“准朝旨相度祥符县雾泽陂，乞令人户依旧断佃，柜水应副广济河行运。”［60］这
是有关开封府界提点司参与治水的最后一条史料，之后再看不到有关记载。元祐初年，在废除府界
提举常平司的背景下，为防范府界提点官大权独揽、侵占常平钱物，朝廷设置开封府界提刑司作为
京畿地区专门的司法、监察机构，其中修造河渠、治理水患也是重要职责。［61］
由于洪涝灾害往往会跨越行政区划的边界，所以开封府界提刑司的长官需要兼有其他路分的
管辖权才便于统筹治理。元祐四年( 1089) 六月，开封府大雨，造成水患，朝廷“差府界提刑罗适计
会京西、淮南，按行水利”。知陈州胡宗愈请求开凿古八丈沟，分决蔡河之水，“由颍、寿界直入于
淮，则沙河之水虽甚汹涌，不能雍遏”。胡宗愈意识到，由于府界辖区的行政壁垒，府界提刑罗适难
以调动其他路所辖州县，因而上奏朝廷请求诏令罗适“仍兼提举淮南，四路接连，合治水利”。［62］
开封府界诸县的治水举措可能暂时缓解了当地的排水问题，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
只是转嫁了危机，造成下游其他区域的灾患。史载，“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
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则陈亦多水。至是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议者多
欲从之。”［63］由于河渠治理涉及上下游的联动，在开封府界提刑司之外，诸路提刑司也被要求参与。
元祐八年( 1093) ，京畿、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绍圣元年( 1094) ，京畿、曹、濮、陈、蔡等州发
生水灾。［64］七月十二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建言:“缘往年府界提刑罗适开畎府界诸县积水，引而委
之于京东，而京东河道未有措置，故水无所归。望选监司，令疏浚京东河道。”朝廷遂“诏令本路提
刑司审按，如有积水，即具合如何开畎闻奏”。［65］实际上，诸路提刑司兼提举河渠公事早就有先例。
宋仁宗嘉祐四年( 1059) ，朝廷曾诏令:“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使臣并带兼提举河渠公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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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方的不懈努力，这些年京畿地区虽然屡遭大水，但并未见到灾民伤亡的记载。相对于京
畿地区，地方州县数量众多，范围更广，河渠治理难度也更大。由于相关政策的全面落实很难一蹴
而就，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元符元年( 1098) ，河北、京东等路大水。二年( 1099) 六月，陕西、京
西、河北大水，河溢，流漂人民、庐舍。［66］
宋哲宗朝前期，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司在修造河渠、治理水患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证
都城的泄洪安全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宋哲宗亲政，着手恢复宋神宗时各项政策，废除元祐时的
政令，府界提刑司也被殃及。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司在设立将近九年之后，终被废除。绍圣元年
( 1094) 闰四月，朝廷下诏:“元祐罢提举官，遂于府界置提刑司，今提举官已复，提刑司可罢。”［67］
有学者认为，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司被废之后，其职能被开封府界提点司、府界提举司分割。［68］
但是，从这一时期的相关史料中并未见开封府界提点司、府界提举司的出现，主导京畿河道治理事
宜的是都水监。崇宁元年( 1102) 二月，都水监言:“惠民河都大提举赵思复状，惠民河地分见役人
兵兴修签河次下硬堰，今已毕功，欲乞今后遇有盗决堤堰，许诸色人等告官，仍乞立定支赏钱一百贯
文。”［69］如大观元年( 1107) 夏，“京畿大水，诏工部都水监疏导，至于八角镇。”［70］
除了都水监，转运司也有参与开封府界的水患治理，这伴随着行政区划的一系列调整。先是开
封府界提点刑狱司改为京畿路提点刑狱司，后又并入转运司。崇宁四年( 1105 ) 正月，改开封府界
为京畿路①，同月，诏:“京畿路改置转运使、提点刑狱官”，恢复了京畿路的提点刑狱司。次年十一
月，“并京畿提刑入转运司。”［71］关于转运司治水，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大观元年( 1107 ) 七月，诏:
“自京至八角镇，积水妨行旅。转运司选官疏导，修治桥梁，毋使病涉。”［72］十二月，“开潩河入蔡
河，从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之请也。”［73］政和元年( 1111) 十月，“诏差水官同京畿监司视蔡河隄防
及淤浅者，来春并工治之。”［74］但是，毕竟转运司的主要职责在财政、监察等方面，朝廷另设置差遣
“提举措置修治都城内外积水”，［75］这显然是为了明确和强化行政区范围内的专门职责。这类以
行政区为事务范围的专职差遣屡废屡置，正说明行政区治理是治水事务无法绕开的必要举措。
北宋末年，转运司开始淡出，由都水监全面接管京城的洪涝治理事宜。宣和元年( 1119 ) 五月
大雨，“诏都水使者决西城索河堤杀其势”。［76］靖康年间，“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
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
纲运沓来，两京粮始足。又择使臣八员为沿汴巡检，每两员各将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门，分地防
察决溢云。”［77］都水使者为都水监长官，其全称为都水监使者，“掌中外川泽、河渠、津梁、堤堰疏凿
浚治之事”。［78］也是因为汴河在这一时期淤塞严重，都水监之下还设置都大提举汴河堤岸司，简称
都提举司，主管入汴河航运、征收课利及堤岸保护等一应公事。宣和元年七月，都提举司言:“近因
野水冲荡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浅，若止役河清，功力不胜，望俟农隙顾夫开修。”［79］
时至北宋后期，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出现两个新的变化: 一是开封府界提点司的废罢和开封府
界提刑司的设置，二是京畿地区加强与周边诸路的协同联动。
四、结语
洪涝灾害受自然气候和环境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发性和周期性。北宋政府通过积
极的行政干预试图控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涉及多种官职和机构，往往跨越不
同的行政区划，由此可以管窥传统中国政府治理的一些共性问题。
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是以行政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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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设立辅郡，辖区扩到周边路分部分州县。
第 1 期 梁建国: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方式，对本地区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垄断管理。［80］相对于其他的日常行政事务，北宋京畿地区的洪
涝治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实际运作一般要经由皇帝或朝廷、开封府、州县等多个层级的联动协
作。宋初，缘于专职治水机构和官员的缺位，主要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 门官员等参与治水事务。
从决策过程来看，这种皇帝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体现出人治的特点，其优点是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
的信息传递比较便捷，行政效率更高。当然，其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皇帝的权威和近臣的素
质，因而难以长期持续。
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过京畿地区的
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需要依托于相应的机构，其中最简捷的一种情形是基于
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由于洪涝灾害往往超出固有行政辖区
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以实现协同治理。
最后应当指出，学界以往对于北宋开封水患治理的正面肯定过多。实际上，北宋朝廷虽然在洪
涝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相关治水机构与职官屡经置废，并未形成一种稳定
的治理机制。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但直到北宋末年，京畿地区依然面
临着严峻的水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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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Control of Floods and Waterlogging in the
Capital City and Its Environ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ANG Jian－guo
(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Flood control in the capital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top－rdown administrative act，reflec-
ting 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of the imperial court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practice，flood control required the mo-
bilization of the monarch and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cooperation of Kaifeng government，prefectures and counties，water
control agencies and official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due to the lack of full－rtime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nd
officials，the monarch conducted water management by appointing military generals，eunuchs and close－ rdoor officials．
This governance mode of intimate ministers authorized by the monarch was more convenient in communicating decrees and
more efficient in administration，but it often depended on the personal will and authority of the monarch，making it difficult
to sustain for a long time． Since Emperor Zengzong of the Song Dynasty，it gradually began to move towards the institution-
alized mode of setting up officials and dividing their duties． Several organizations and officials successively participated in
flood control in the capital region． As a special matter，the development of flood control relied on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
tions，whose simpler form was based on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flood control was as-
signed to the corresponding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Flood disasters usually exceed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existing admin-
istrative divisions，so the court set up specialized agencies or dispatched officials across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ccord-
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capital city and its environs，floods and waterlogging，cooperativ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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